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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思想

先秦儒家重视民众、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

重要作用，认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安

危。《尚书·五子之歌》 就提到“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

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得到安宁，长治久安。最

高统治者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均考虑到是否对

广大民众有利，有无违背广大民众的意愿。这

种重民思想其实际施行程度如何不好评估，但

至少说明最高统治者在理论上、言论上是一再

标榜的。

春秋时期，当政者对民的认识有了发展。

在神与民关系上有一种比较开明的看法是，认

为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随季梁说：“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

神。”有的人甚至认为民的行为决定神的态

度，曹刿就指出：“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在民

重于神、民先于神，民决定神的认识基础上，

这个时期一些当政者对民十分重视，把对民政

策作为治理国家成败的关键。虢国的史嚚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陈逢滑对

陈君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

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当政者之所以重视对民政策，是因为他们

看到民心的向背决定治国的成败。如梁伯因

“沟其公宫而民溃”，被秦灭亡。尔后楚国沈尹

戌在讨论其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民弃其上，

不亡何待？”因此，君主在制定对民政策时，

重点在关注收买民心，如抚民、亲民、恤民、

安民、利民、惠民、以德和民等。一些有识之

士还认识到君主、贵族等个人的政治抱负只有

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必将失

败。如宋国乐祁在议论鲁季氏逐其君，鲁昭公

企图复国这个问题时说：“鲁君失民矣，焉得

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当时更激

进大胆的言论是人民可以抛弃、推翻侵害百姓

的残暴君主。如当时卫国人民赶跑卫君，晋侯

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

良君“养民如子”，“民奉其君，爱之如父

母”。如果君主是“困民之主”，民众赶走他是

合乎天理的。

战国时期，重民思想又有明显的发展，其

中较为突出的是孟子与荀子的有关言论。孟子

对民十分重视，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言论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人民是最重

要的，社稷次重要，君主第三重要。孟子的人

民最为重要的思想，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其

一，民之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孟子指出：“桀

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

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显然，孟子认为统治者

如失去民心，失去民众，就会失去对这个国家

的统治，甚至连自身性命都不保；如得到民

心，得到民众，就会拥有对这个国家的统治。

其二，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如统治者失去

民众，就断了君主的财源。无民则君主不能行

事。

据荀子称，君舟民水是孔子提出来的。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

则覆舟。此之谓也。”君舟民水论形象地阐述

了一条真理：一方面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

础；另一方面，看到了民的力量能够推翻君主

的统治。《左传·哀公十一年》 记载了孔子这

样一句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荀子借

此进行发挥，把木比作君，把民比作鸟。“君

善，民则择之；不善，则弃之。”《荀子·富

国》中竟有一段大胆惊人之语：“臣或弑其君，

下或杀其上，粥 （鬻） 其城，倍 （背） 其节，

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由

此可见，荀子认为现实中发生臣子杀死其国

君，下级杀死其上级，把整座城市出卖给敌

人，背着国君或主人而失节，不会为国君或主

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出现这些事情没有其

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国君或主人咎由自取。

《吕氏春秋》 作者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中，

民众是不可缺少的，如失去民众，就丧失了治

国的根本。《吕氏春秋·用众》篇云：“凡君之

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

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

因此，在作者看来，“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

宝也”，“宗庙之本在于民”。君主要统一天

下，就必须重视民的问题，要推行爱民、利民

的大政方针。历史证明，君主只有“忧民之

利，除民之害”，才能统一天下。《吕氏春秋》

中关于重民的思想，是吸取儒家的“仁者爱

人”的思想。这就是对于民众仁爱的人，做事

就会很顺利，无所而不往。

保民、惠民思想

先秦时期，与重民思想紧密联系的是保

民、惠民思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重民思

想是其实施政策性工具的指导，是对被治理者

——民众的定位；而保民、惠民思想是实施政策

性工具的依据，是治理者对待被治理者的政策。

周公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 “保

民”，如他反复强调的“用保乂民”“用康保

民”“应保殷民”“惟民其康乂”，以及“裕

民”“民宁”等，总之，通过保民使民众安

宁、富裕。

周公保民的具体政策思路是 “明德慎

罚”，这一政策思路的落脚点是关心民众之疾

苦。周公提出：“恫瘝乃身，敬哉。”意为要把

民众的苦痛看作自己的苦痛一样，加以重视。

如果统治者怀着这样一种关心民众疾苦之心来

治理国家，那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使统治地

位得到巩固。周公强调治国要体察民情，“知

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

鲜鳏寡”。这就是要知道耕作的艰辛，关心人

民的疾苦，特别是对孤寡老人，应另加照顾。

先秦时期，从总的情况来看，各诸侯国普

遍存在着地广人稀的情况，因此，农业生产缺

乏劳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

国重视采取惠民政策，以安定本国民众，不使

他们迁徙到国外；甚而竞相招徕他国之民来本

国从事生产。《商君书·徕民》 载：战国秦昭

王时期，秦国地多人少，田宅有余；三晋地少

人多，田宅缺乏。但是，三晋之民即使是想得

到田宅也不愿到秦国来，这是因为秦国太苦。

所以，有大臣向秦昭王建议对外来之民实行

“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优惠政策，以招引

三晋之民。秦国如能用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

耕，用原来的秦民对外作战，那就能获得“富

强两成之效”。

为了治理好国家，《吕氏春秋》 作者也提

出君主要有爱民之心，实行德政。君主如爱民

利民，行仁义德政，人民就会服服帖帖听从指

挥，甚至乐意为君主而牺牲；不用奖赏也会做

好事，不用惩罚也不敢做奸邪之事。

这种爱民、利民、行仁义德政的实质，是

要求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应该有一个限

度，如超过了这个限度，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

抗，其结果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

是起矣”。正如 《吕氏春秋·义赏》 所说的：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如对民

众的索取也像竭泽而渔式的一网打尽，那明年

就打不到鱼了。

在治理国家中，刑罚是不可或缺的，但在

使用刑罚时，必须注入仁义，必须依托于爱民

利民之心，刑罚才能顺利地得到实施。在使用

刑罚时注入仁义，其目的在于引导人民向善。

在使用刑罚注入仁义时，必须公平无私，才能

达到引导人民向善的目的。如果单方面地使用

刑罚，往往会适得其反。

管仲认为，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在于

顺应于民心；政令之所以会废弛而不起作用，

则是由于违背了民心。只有能使人民佚愉欢乐

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忧患劳苦；只有能使

人民富裕尊贵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安于贫

穷卑贱；只有能使人民安全稳定的人，人民才

会不惜为他危殆倾坠；只有能使人民有条件养

育儿女后嗣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而灭绝后

嗣。统治者对待人民，只有先给予，然后方能

求取，能够给予也就能求取。统治者必须懂得

这个道理。

从重民到惠民的思想脉络
□ 方宝璋

中华春秋

许 慎 与《说 文 解 字》
□ 宛 兮

许慎其人其时

《后汉书·儒林传·许慎传》 记载：“许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

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正是这位性格质朴又

厚重，从小就博学多闻，曾被赫赫有名的马融

推崇过的许慎，撰写了一部阅尽千年而风采依

旧的巨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

《说文》 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时

至今日仍然是我们阅读古书时须臾不可离开的

一部工具书。它究竟有多重要，这里我们举一

例来说明。《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昭王

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訾之

人二甲。”旧注：“訾，毁也。”释为诋毁，是

“訾”的字面意义。但是，结合上下文来看，

百姓为秦昭王的病着急买牛做祷祭，虽是爱王

的表现，但昭王认为这是不合法令擅自作祭，

需要制止。如果照字面意思理解为昭王诋毁百

姓就难以讲得通。《说文》 有“赀”字，许慎

解释：“小罚，以财自赎也。从贝，此声。”是

用钱财弥补小过失的意思。很明显，原文中的

“ 訾 ” 只 是 一 个 假 借 字 ， 它 的 本 字 应 该 是

“赀”字。这里正是借助 《说文》 所注释的

“赀”字的本义才把这段文献讲通的。“中流失

船，一壶千金”是一句常用来赞美《说文》的

话，如果没有了 《说文》，面对浩瀚的古文献

材料，我们将变得束手无策。

那么，许慎是如何想到要撰 《说文》 的

呢？我们需要从他身处的时代背景说起。汉武

帝“独尊儒术”，先后设立了五经博士，开了

太学，同时还制定了贡举制度，包括孝廉、秀

才等科。太学的教师就是五经博士，博士领袖

叫仆射，东汉改名为祭酒，相当于今天国立大

学的校长。许慎就被推举为孝廉，官至太尉南

阁祭酒。

在政策的引导下，当时的学者纷纷致力于

儒学经籍的研究。《后汉书·贾逵传》：“自为

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

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长

头”如我们今天说的大个子，贾逵好学，后成

一代儒学大家，许慎曾师从他学经。许慎博

学，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释文字以通天道

秦始皇一把火，把先秦时期的绝大部分儒

家经典变成了灰烬，当汉人开始读经时，只能

靠当时的学者把口耳相传下来的内容用当时通

行的隶书一一写成定本，这就是所谓的“今文

经”。问题在于古文字发展到隶书阶段，大多

文字已变得面目全非，汉人据讹变的隶书来理

解古书，势必产生很多谬误。比如，隶书的

“虫”字作“ ”，汉人认为“虫者屈中”，是

说“虫”字是由“中”字的最后一笔弯曲而

成，而事实上“虫”字的甲骨文字形为： ，

金文字形为： ，象蛇之形，与“中”字亦

无涉。

许慎《说文序》：“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

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

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

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经书”是祖先

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古人作书皆持之有据，

要通达其旨意，就必须首先掌握文字演变的规

律，否则，只能是主观妄测古人，势必会违背

经书的原意，而使天下人迷惑，甚至成了媚俗

甚或投机的工具。文字是沟通古人的桥梁，是

传承中华文明的根本，不可小觑。许慎正是为

了纠正当时乱解文字之弊，穷毕生精力写成了

《说文解字》 一书，目的就是为了“解谬误，

晓学者，达神旨”。

“说文解字”即“说解文字”。“文”与

“字”最初是有区别的，单体为文，合体为

字，如“人”“言”“日”“月”都是单体的

文，合“人”“言”成“信”，就是字，合

“日”“月”成“明”，就是字。《说文解字》所

有的说解，都是为了探求文字的本原，推考文

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之间的关系及其由来。

如 《说文》：“敢，进取也。”金文的敢字作“

”，象伸出手去抓住上方的小动物，左下角

的“甘”是提示“敢”的读音的。许慎的解释

与古文字形正好相合。再如，《说文》：“救，止

也。”《晋书·刑法志》：“ （造刑） 所以救奸，

所以当罪。”是说设置刑律是用来阻止犯罪，对

有罪之人量刑。阻止危难发生或继续，就意味

着使人摆脱险境，所以“救”在本义的基础上

引申出助的意思。常有人不解“救火”之意，

着火了是要灭火，为什么还要救火？这是不懂

“救”的本义。“救火”就是止火，灭火。

当然，据今天古文字研究的成果看，许慎

的解释也有与古文字形不合之处。尽管如此，

我们丝毫也不能怀疑《说文》的价值。撇开别

的不谈，仅就字数而言，目前能确认的甲骨文

只有 1700 多个；金文字数也不过 2000 多个。

而 《说文》 收字 9353 个，没有 《说文》 作桥

梁，要想读懂古人留下的文献，继承古代文化

传统，恐怕就只是主观愿望了。《说文》 是我

们阅读古文献、释读古文字的根底。

《说文》的9000多字所涉内容“谓天地鬼

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

仪，世间人事，莫不毕举”。其目的是要对记

录世间万物的文字穷究其原，把祖先留下的文

化遗产不折不扣地解释清楚，传给后人。

《说文》 首创了 540个部首，把 9000多字

有条不紊地分列其中。而这些部首始“一”终

“亥”，这样的安排也有深刻的含义在其中。有

学者认为，“许慎竭力使部首与部首之间有所

连属，对这些部首字的训释表明它们都与

‘天’‘道’有关，而天道正是两汉思想世界的

核心概念，具有终极意义”。一直以来，我们

对《说文》的研究大多致力于语言、文字的层

面，进一步研究许慎的解释中所揭示出来的思

想世界，确是一条独辟的蹊径，曲径通幽，沿

着这条被人忽略的途径来研究，必将展示出

《说文》更深刻、更广阔的一面。

随着电视剧 《军师联盟》 的热播，一

向略显沉寂的历史人物司马懿突然走进

“热搜榜”，成为时下一个热度颇高的话

题。人们所热议的除剧情、人物设置外，

还有对司马懿这个历史人物如何去评价的

问题。

剧中的司马懿几近“完人”：有着超凡

的智慧，在险恶丛生的环境中总能逢凶化

吉、遇难呈祥；有着高尚的政治操守，别

人争输赢，他看中的只是对错，不做有损

良知和正义的事；有着美好的道德情操，

忠于爱情，珍视友情、亲情，是一个有血

有肉的好男儿。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司马懿即使不

是“负能量”的代表，至少是个复杂的

人：拥有智慧，但也充满了权谋；在政治

上取得节节胜利，但在对手面前也无比冷

酷；“伏膺儒教”，但也落下了篡位的骂名。

人们很早发现了司马懿身上这些矛盾

之处，《晋书》 既赞其“天挺之姿，应期佐

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认为其“用人

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

宽绰而能容”，但同时又说他“内忌而外

宽，猜忌多权变”。两面性几乎成为对司马

懿评价的定论，在他的身上既有“正能

量”也有“负能量”，有人甚至认为后者居

多，“厚黑学”的发明者李宗吾就认为“司

马懿集厚黑学之大成”，认为三国时代还没

有人在厚黑方面超过他，李宗吾总结：“诸

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遇

到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可见王佐之才，

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三国归晋，站在成功学的角度看司马

懿，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赢家，但与

此同时，他又被贴上了“阴谋家”的标

签，有人还从私德的角度批评其虚伪、奸

诈、残忍，在曹操、曹丕和曹睿时代他刻

意伪装逢迎，从而一步步走向权力核心；

在战争中他“刚重凌厉”，留下屠城的记

载；高平陵政变后夺取权力，对那些已无

力反抗的对手们仍以最残酷的手段予以彻

底消灭。即便没有最后的魏晋“禅代”，司

马懿一生走过的路也足够复杂，也足以任

人去评说。

《晋书·宣帝纪》 虽近万字，但关于司

马懿早期的事迹却十分简略，在曹操去世

前仅有 1000字左右。《军师同盟》通过“无

中生有”和“移花接木”的手法为司马懿

“创造”了许多事迹，以使其形象更为丰

满，同时也更为完美。

这里无意就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如何处

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作过多

探究，想说的只是，一个“完美”的司马

懿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难以在艺术上鲜活

起来。历史人物不是普通人，更何况是司

马懿这样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颠

覆式的改造还需谨慎，所有创造必须既符

合时下的“情”又符合历史的“理”。

历史上的司马懿性格之所以复杂，与

其出身和成长经历有一定关系，但起着更

大作用的是时代因素。汉末以后社会陷入

了严重动荡，原来的一切都被打破了，时

代变迁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更影响到

大时代中的每一个人。

司马懿出身于官宦家庭，虽然早年接

受了儒学教育，对汉代所竭力推崇的名教

也深为信服，但原有的格局已然不复存

在，像司马懿这样的儒生们不可能再按照

之前的道路成为一名“治世能臣”，作为一

个社会阶层他们被乱世分化和消解，少部

分人退居林泉、隐居不仕，大部分人则投

身到混战中的各个阵营。从黄巾起义到三

国归晋，社会乱了差不多 100年，长年战争

不仅极大地消耗了物力和人力，而且也逐

渐侵蚀着儒学所倡导的那些仁义、礼教，

权谋、奸诈、背叛成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

争的武器，光明正大反而成了这个时代最

稀缺的东西。

司马懿以儒生的身份被曹操征辟，与

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们不同，忠心侍奉主

上是他存在的唯一依凭，批评司马懿善于

逢迎的人是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处境。在战

场上司马懿经常展现出凶狠的一面，这也

是严酷斗争环境造成的。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都是弱小的，

往往只能被裏挟，即使司马懿这样的“非

常之人”也难以避免，这是司马懿复杂、

多元又充满矛盾的性格形成的原因。要在

艺术上塑造一个新的司马懿，似乎不必为

其刻意去翻案或“洗白”，而应该关注他身

上的时代烙印，探究其复杂性格的成因及

变化，在这些方面多进行一些挖掘。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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